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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作为社会个体

的企业如果不违反社会认可的法律

制度，就可以在市场体制包容的边

界之内尽力发展自己，这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

济体制中被视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

业的经营者来说，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发展，

是社会中蕴藏的商机，是市场的变动。除非是

国有企业，政府一般不会直接干预企业，特别

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直接决定企业

的人事任免。

可是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新式

大机器企业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时期，社会上

各项与大机器企业配套的制度和法律尚未建

立，整个社会仍然在沿袭此前农业社会的秩

序运行之际，企业的发展就不仅仅是单纯的

企业自身的事情了。尤其是像招商局这种本

身就是在政府关注扶持下诞生的企业，在诞

生和发展过程中又得到过政府资金的扶持和

漕粮运输的特权，尽管招商局是股份制，是

集合民间资金设立的企业，政府在其中并没

有投资，可是这时选择什么人做企业的经营

者，首当其冲的决定要素仍然是政府的喜好

和抉择，这受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和经济发

展程度所决定。可是这种政府对企业经管者

的选择和决定，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

和企业的发展目标以及经管水平。

早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官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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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和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

唐廷枢和徐润相继在1884和1885年被迫离

开招商局。离开的原因表面上是他们挪用招商

局资金的事实暴露，而资金的挪用又对招商局

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实际深究下去，

根本的原因在于唐廷枢和徐润本质上是商人，

他们所强调的经营管理招商局的方针与晚清政

府对企业的经管方针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1873年唐廷枢和徐润进入招商局分别担

任总办会办时，唐徐二人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

方针就十分鲜明，徐润曾在自叙中明确表示，

力图“纯用西法经营”，积极扩大规模。唐廷

枢、徐润是当时中国最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人，也是力图按商办原则经营招商局的

人。在1873年招商局第一次改组时，唐廷枢、

徐润取代朱其昂主持重订“招商局局规”和

“章程”，就显现出他们力图提高商股地位、

增强商董权力、按照西法经营招商局的意图。

因而不论局规还是章程，都十分强调应照买卖

常规办理，也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行事。

为防止这种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官府

控制的行动遭受攻击和非议，他们在章程中先

发制人，预先作了一番表白，强调公司既是商

办，就应遵守买卖常规。1881年唐廷枢徐润

在上李鸿章的禀文中，再一次说明了他们的这

种观点：官商本是两途，名利各有区别。轮船

运输是为了谋利，做生意没有利润不能持久，

商家经营不可由官府干涉操纵。

在唐廷枢和徐润眼里，他们经营的招商局

是商业企业，必须按商办原则经营，可以说，

这是唐廷枢、徐润经营观念中明确的特点。

与此相应，在经营方针上，唐、徐采取

的是一种积极扩大规模努力进取的策略。他们

力主扩展业务，仅1882年就有美利、海晏、

海琛、江通、富有等5只轮船通过改建，改换

原来面目，用费二十余万两。后又造致远、普

济，添置拱北、图南两海船，江裕江轮一号，

此外又定造钢构轮船二号，两号轮每号能装重

货1500吨，食水十八尺，轻货可装四千吨。

除此之外，在码头、栈房的扩展方面同样下大

力气，在添置改装轮船都是大手笔的1882年，

招商局在上海南北两栈均添地造栈，香港新置

局房共用银十八万四千两；芜湖添置铁彀趸船

用银二万七千两。1883年，在招商局走上顺境

之时，唐廷枢又计划将航线发展至欧美，立志

扩大招商局。为此他于1883年3月亲自出洋考

察，先美洲后欧洲，计划遍访欧美商情，选择

确有把握者相商协定，然后回华妥议。

唐廷枢徐润等如此做，是他们认为，招

商局能由一船而十，由十船而至二十、三十，

不可谓不振兴，但是洋行轮船既多，仍在陆续

添置，招商局虽两年连造七船，也不能补通商

各口之不足。所以在各口岸生意可自立的情况

下，应积极开拓外洋生意，这样就必须装备

四千吨大船。因此，反复协商，决定装备快捷

大船两艘，专走外洋。浅水中等轮船二、三

艘，往来天津、朝鲜、越南等处。

显然，这期间轮船招商局是由唐廷枢和徐

润这些本质上是商人的人控制着直接的业务经

营，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商人争夺利润的

角度考量。但是，原系生意中人的唐廷枢和徐

润的这些争商权、生意须商办的经营原则，扩

大招商局规模和采用西式经营的做法，已逐渐

难容于当时的清廷。因为难容于清廷，也就必

然招致清廷朝野中顽固派的抨击，特别是因招

商局借有官款，又得到漕粮运输和官款缓息等

朝廷给予的特权，更给批评的人提供了口实。

从1876年招商局成功收购美国旗昌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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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站稳脚跟开始，来自于清政府上层的各种

干预、动议和勒索就如影随形，接踵而至。其

中，欲在招商局中加入官股和将招商局收归国

有的动议成为招商局经营发展中最大的困扰。

这里仅将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后，随

后来自于清廷欲将招商局加入官股或收归国有

的动议略作记录，以见一斑：

1877年7月9日，《申报》首页刊载消息称

朝廷拟议招商轮船局所有借收未还各款，俱由

国家自行筹填，盖船局所借李相伯之钱七十万

吊，各海关所暂借之银一百万两概算国家入股

也。该消息强调如此则商局将变更为官局。

1877年10月25日，军机处抄出御史董儁

翰奏折，奏折中称招商局应仿造船政成案，专

设大臣一员管理，易商为官。

1878年8月15日，叶廷眷针对招商局“借

款繁重”“商股不足”的状况向李鸿章建议加

拨公款二百数十万两，先将商股拨还，成为官

局，如此方能立定脚步，为可久可大之图。

1881年正月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

议招商局提剩之官帑七十余万，截至光绪八年

止，缓息亦七十余万两，共一百五十余万，均

存局作为官股。

1881年4月11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再上奏

力主将招商局本息作为官股：招商局以拨公帑

而成，如以本息作为官股，照商股一律办理，

期有裨于度支，未为不可也……唯将此项本息

作为官股，其利得以分润，公私两得其平。既

以官力扶商，亦以商力助官……。

招商局的创办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和扶

持，来自于政府上层的干涉亦随之而生，将其

改为官局和设置官股是其中的核心。其它干涉

如弹劾局中经管人员、派员对招商局“实力整

顿”“查办”等等还在其次。此后，在政府中

直接主政招商局的李鸿章和总署中弈等人的

支持下，招商局的“承商体制”得以维持，唐

廷枢和徐润的地位虽受到冲击，但暂时还没有

出现危机。但是，这些来自于清廷上层的将招

商局改为官局加入官股的奏折和议论，已经给

当时经办企业的唐廷枢和徐润带来了相当大的

压力。如1881年徐润和唐廷枢给盛宣怀的信

中就声称：“或恐都中人言藉以有关公款为

责，此亦易办，只需弟等变卖船只埠头，归还

公款有余，散此公司，另图活计，纵有亏折，

与公家无涉，可不需查办”，就是典型一例。

不夸张地说，从唐廷枢徐润进入招商局

成为经管者开始到其离局为止，围绕招商局和

唐徐经办方针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类是如

上所述要求将招商局所借官款改为官股，以至

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各种议论和要求。二就是

不断有人要求对招商局进行“彻查”、“严

查”、“整顿”等。这方面以1880年国子监

祭酒王先谦上奏请求查办招商局、1881年刘

坤一奉旨派江海关道刘瑞芬严查招商局最为典

型。王先谦的奏折中认为借给招商局的官款，

“悉充唐廷枢等私橐”，“是徒以库帑供伊

等营利肥私之用”。指责唐廷枢等“蠹帑病

公，任意妄为”。因而请求朝廷派员“据实查

办”。 截至1881年3月，轮船招商局仅仅开办

八年，就已经历过两次分别由刘坤一和李鸿章

主持的“奉旨查办招商局事”。在此情况下，

唐廷枢徐润等商人经办轮船招商局处境艰难的

情状，就连李鸿章也有所感受：“从前议者多

以商局将亏本，严加弹劾。该商等惧担重咎，

故以提还公款为汲汲，未尝非急功奉上之意。

乃王先谦复以为疑，殊令该商等无所适从。”

官商之间矛盾的逐渐累积，实际也预示着

爆发冲突可能性的逐渐增加。1883年上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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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风潮的爆发，给了清政府将唐廷枢和徐润赶

出招商局的借口和机会：明面上看，唐廷枢徐

润被赶出招商局，是他们有挪用招商局款并因

此牵动招商局事，更重要的是唐廷枢徐润经管

招商局的方针与清廷难以相容，也就是官商矛

盾难以调和所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可从唐、徐出局四年之后，李鸿章在提到此

事时仍有“中西情形不同，未便悉仿西法。从

前唐、徐屡言不要官问，究不可靠”的话上得

到证明。

盛宣怀改弦易辙

唐廷枢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后，由亦官亦

商而主要身份是官，同时又是李鸿章亲信的盛

宣怀接任。轮船招商局1885年的改组表明，

此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

还未奠定或者说还相当脆弱，特别是在晚清社

会的统治高层，还存在相当大的对商人的蔑视

和成见。1884年清代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

对唐廷枢的看法就十分典型：当盛昱听说唐廷

枢有可能被推荐“备各国使臣”时，他的看法

是：“道员唐廷枢，闻携马建忠一同送部引

见，该员贪鄙近利，由轮船账房出身，不过因

粗习洋人语言，为李鸿章所信任。往者招商总

办，亏空甚深，近来开平煤矿侵挪尤巨。当时

事需才之日，奔走末秩，使贪使诈，或可驭以

权谋。传闻李鸿章于唐廷枢、马建忠保奏内，

咸有‘堪备各国使臣’字样。夫使不辱命，圣

人所难，况此细民，陋甚驵侩，既不知立身之

本末，更何识国体之重轻，兼以各国风尚。役

轮船之管账，若中国之舆台……”盛昱对唐廷

枢等商人的不屑和蔑视，是何等的深厚和赤裸

裸。在这种风气和环境的影响下，尤其是当招

商局站稳脚跟后，唐廷枢和徐润力图维护商人

独立经营和自身原则的努力越发难以为清廷所

容，最终被晚清政府抛弃下台也就成了必然。

唐廷枢和徐润的下台以及盛宣怀接任招商

局经管大权后，招商局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式

必然出现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招商局改变了不断向外发展的方针；

二是招商局的利润大量用来投资其它事业。

盛宣怀做了招商局第一把手后，首先改变

唐徐此前的经营方针，转而实行以“敛字诀”

为宗旨的方针。敛者，收敛也。“敛字诀”完

全是一种收缩发展规模的方针。因此，在盛宣

怀的这种经营方针下，直到清末，招商局再

没有对外公开招募过股份，没有开辟过海外航

线。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招商局的船队只数和

吨数基本处于维持和停滞的状况。从轮船只数

上看，直到1911年清廷倒台，轮船的只数并

无大的增长。如拿1911年与1886年相比，历

经26年，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数仅增加5艘，船

招商局的创办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和扶持，
来自于政府上层的干涉亦随之而生，将其改
为官局和设置官股是其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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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总吨数也仅从1886年的31420吨增加到1911

年的49373吨。1886年时招商局轮船24艘价值

242万两，到1911年时轮船虽增为29艘，但价

值仅增为258万两。这对于一个以轮船运输为

专业的企业来说，只能让人得出这家企业是处

于停滞维持状态的结论。

与此相对应，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招商局

却将大量的资金转投其他企业。在1882到1909

年的28年间，招商局一共进行了二十项投资，

投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

等领域，涉及晚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洋务部门。

二十项投资总金额312万银两，占同期招商局

资本总额400万两的78%。从时间上看，除唐

廷枢、徐润主持招商局期间于1882年向煤矿

进行过投资以外，所有的投资都集中在盛宣怀

1885年主持招商局后，尤其是1896到1903年

的8年中。除1900年外，每年都有巨额的对外

投资，7年总投资项目十项，投资总金额143

万两，平均每年20多万两。无论从数额还是投

资的频率看，都十分惊人。再从招商局投资的

对象看，数额最大的是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

局、湖北铁厂和通商银行等项目，这些项目绝

大多数都和招商局最初的核心业务无关。

盛宣怀之所以如此做，是以他在官场中积

累的经验和精明为基础，同时总结唐廷枢徐润

积极扩张招商局规模导致顽固派攻击下台的教

训而实行的。他收缩招商局扩展的方针，把大

量利润转投其他行业企业，在避免“枪打出头

鸟”的同时，还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以多种行业

多个企业为基础的“盛宣怀实业帝国”，使自

己在晚清官场中取得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拥

有了清廷不得不重用他的地位和实力。

晚清招商局成立二十余年三次改组管理层

人员，进而导致招商局经营方针和发展道路产

生巨大变化的事例，都提醒我们一个道理：就

是企业中人才的重要性。可是，其中政府的干

预和决策，相比起经管人员对企业的影响，更

为直接和重要。政企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

展中一个难以绕过去的关卡，企业能否设立，

设立后能否发展，经管人员的升迁黜贬，政府

往往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企业经管人员

在考虑企业发展的同时，实际上更加重视的是

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和政府的意图喜好，以求

迎合政府并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早期招商局

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一例。

盛宣怀收缩招商局扩展的方针，把大量利润
转投其他行业企业，在避免“枪打出头鸟”
的同时，还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以多种行业多
个企业为基础的“盛宣怀实业帝国”，使自
己在晚清官场中取得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